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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成都平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深入重建该地区中—晚全新世环境演变历史，对

理解长江上游史前文明发展的环境背景及探讨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界对成都平原中—晚全新世气候演变特征及其是否响应“4.2 ka”气候突变事件仍存在争议。【方法】

基于RS-1岩心的AMS 14C测年构建年代框架，采用粒度端元模型分析，结合磁化率和色度指标，重建成都

平原中—晚全新世的沉积环境演变过程。【结果】粒度数据分解出5个端元组分，分别反映不同水动力条件

下的沉积特征，其中EM1代表弱水动力条件下由河流远源悬浮物形成的稳定沉积；EM2和EM3反映较强水

动力条件下沉积的组分，EM3对应更强的搬运动力；EM4和EM5则代表洪水期间的粗颗粒跃移沉积组分。

【结论】成都平原中—晚全新世的环境演变可划分为四个阶段：4.7~4.4 cal ka B.P.期间气候湿润，干湿波动

显著；4.4~4.2 cal ka B.P.气候出现轻微冷干化趋势；4.2~3.7 cal ka B.P.为气候极端不稳定期，洪水事件频发；

3.7 cal ka B.P.以后气候逐渐干旱，这种“干—湿—干”的气候变化模式反映了该区域对“4.2 ka事件”的显

著响应，区域水文气候的响应大约始于4.4 cal ka B.P.，并持续至约3.7 cal ka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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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成都平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也是长江上游地区最具代表的古文化分布区域

[1]。考古研究已建立了从桂圆桥文化（5.1~4.6 cal ka B.P.）、宝墩文化（4.5~3.7 cal ka B.P.）、

三星堆文化（3.7~3.2 cal ka B.P.）到十二桥文化（3.2~2.6 cal ka B.P.）等一系列连续的文化发

展序列，展现出显著的社会演进特征，这些文化的演替与区域环境的互动为中—晚全新世的

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备受学术界关注[1-4]。成都平原的气候主要受到东亚季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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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具有年际至年代际多尺度的波动特征[5]。因此，重建成都平原中—晚全新世环境演变

历史，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长江上游史前文明更替过程的理解，也为认识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

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重要参考。

前人利用孢粉、植硅体、木炭、粒度以及地球化学等代用指标，重建了成都平原中—晚

全新世的气候与环境变化过程，主要包括温度、降水量、湿度变化和植被演替[3-4,6-9]。研究

表明，成都平原全新世气候变化与全球气候变化趋势具有较强的同步性[1,7,10]，整体呈现由中

全新世向晚全新世的“暖湿转冷干”过程，但气候波动性较大，伴随多次百年尺度的突发性

气候事件[9]。然而，目前关于具体气候的变化过程仍存在分歧。一些研究认为该时期整体呈

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征，但经历了温湿和冷干的波动变化[8]。其中在约4.0 ka B.P.期间气候波

动加剧，洪水和火灾事件频发，随后向冷干方向转变[7-8]。但也有研究提出，6.0~4.3 ka B.P.

期间成都平原的气候温暖干燥，并且这一趋势持续增强[9]，4.0 ka B.P.后则表现出冷干与暖

湿交替的气候特征[11]。这些差异可能与测年精度、时间分辨率、代用指标敏感性以及区域响

应差异等因素有关[6]。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相比，成都平原的气候演变研究仍较为薄弱，尤其

是以往研究多基于考古遗址材料，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大。相较之下，具有连续沉积特征的河

湖相地层记录了更为客观、完整的气候变化信息。

“4.2 ka事件”被认为是中全新世以来最显著的全球百年尺度气候突变事件，以突发性

降温和干旱为典型特征，对亚洲和非洲的农业发展及古代文明的更替产生了深刻影响[12-15]。

在长江与黄河流域，多个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在距今约4.2~4.0 ka B.P.期间出现衰落或崩溃

现象[15-16]，如甘肃—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内蒙古的老虎山文化、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等。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这些文化的衰退与“4.2 ka事件”引发的水文气候异常变化有关。然而，

在东亚季风区，尤其是中国大陆，该事件所引发的湿度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17]。尽

管研究指出该时期中国东亚季风区存在“南涝北旱”的气候格局[17-19]，但实际记录显示这一

格局在“4.2 ka事件”期间并不普遍适用。此外，虽然“4.2 ka事件”常被视为是一次典型的

干旱事件，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该时期中国南北方均记录到极端洪水事件[20-21]，提示该事

件可能表现为气候系统的剧烈震荡过程。目前，关于“4.2 ka事件”在成都平原的环境响应

仍缺乏统一认识，尤其该事件对宝墩文化发展演变的具体影响认识较为有限。

自 Folk et al.[22]提出了基于百分位数计算的粒度参数统计体系以来，沉积物粒度分析逐

渐发展为沉积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通过对粒度参数的定量分析，如平均粒径、分选系数、偏

态和峰态等，不仅能够揭示物质来源特征，还记录了沉积动力条件和沉积环境的演化过程，

是理解区域地质与环境变化的重要指标[23-24]。近年来，随着数学统计方法和计算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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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端元模型分析（End-Member Modeling Analysis，EMMA）在沉积物粒度研究中得到了

广泛应用[25-26]。与传统基于单样本描述性统计的方法相比，EMMA能够从复杂的多峰粒度

分布中分离出具有动力学意义的端元组分，并定量分析各端元在不同沉积单元中的贡献，从

而更准确地解释沉积物的物源特征及搬运机制[26-28]。这一方法已被成功应用于湖泊、河流、

黄土及风成沉积体系，揭示了不同沉积动力过程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规律[28-30]。

本文基于来自成都平原仁寿县中—晚全新世天然河湖相岩心（编号RS-1）的沉积记录，

结合放射性AMS 14C测年数据，采用粒度分析、磁化率、色度等沉积学指标，并运用端元模

型对粒度数据进行分解，系统解析了该区沉积环境的演化过程，涵盖物源变化与沉积动力学

等因素，同时重建了成都平原区域气候演变过程及其对“4.2 ka事件”的响应。该研究不仅

为阐释古蜀文明演进的环境背景提供了关键证据，对于全面理解长江上游及东亚地区中—晚

全新世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交汇处，其地理范围东至龙泉山西麓，西至龙门山

前山，南界总岗山西北坡，北东临川中红层丘陵区，总面积约 8 400 km²，东西宽度约 80 km[31]。

该地区海拔在 460~730 m 之间，是我国一级阶梯向二级阶梯过渡的地带，呈现西北向东南

缓倾的地貌特征，形成南北对峙、东西夹持的菱形盆地格局[32]。自中更新世以来，成都平

原逐渐形成了大量的湖泊和沼泽[33]。

成都平原是由岷江、沱江等多条河流经过长期作用形成的宽广冲积扇叠加而成，是我国

河网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34]，并形成了众多的河流阶地[2]。地形上，平原主要包括冲击扇平

原和周边台地两部分，其中平原主体由岷江、湔江、石亭江、绵远河等河流共同发育的冲洪

积扇叠加构成，呈现出典型的辐射状地貌结构。其气候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

季分明，年平均总降水量为 1 000 mm 左右，年平均气温约为 16 ℃~17 ℃（图 1b）。这种

独特的自然环境为稻作农业的发展和人类聚居提供了优越条件[35]，使成都平原成为长江上

游的文明发源地之一。然而，频繁的河道迁移和洪水泛滥使该地区成为洪水灾害的高发区[33]。

洪水的周期性泛滥不仅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也对该地区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

深远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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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RS-1岩心的地理位置与现今区域气候特征

（a）RS-1 岩心地理位置；（b）仁寿县现代气候数据（1981—2010 年）（数据来自中央气象台，http://data.cma.cn）

Fig.1 Geospatial site of core RS-1 and modern climatic context

(a) RS-1 core site; (b) modern climate data (1981–2010) of Renshou county (data from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http://data.cma.cn)

2 材料与方法

RS-1 岩心位于新津宝墩遗址东侧约 45 km，地处岷江下游区域，属于岷江流域东侧丘

陵过渡地带（图 1a）。该地区水文过程主要受岷江水系及其支流控制，同时也受区域降水

的影响，是一个开放的河湖相沉积系统，其沉积过程较能代表区域环境响应。因此，在精确

的年代学框架下，采用粒度、磁化率和色度等分析手段，并引入端元模型分析，重建了该剖

面的沉积环境演变过程，进一步探讨区域气候变化特征。

2.1 样品采集

RS-1岩心采样点位于仁寿县郊区农田地表，为避免近地表人类活动对沉积记录的干扰，

采样时便已经剔除了岩心最顶端的 10 cm 部分，实际研究岩心的总厚度为 320 cm。其中，

0~190 cm层段，为棕黄色粉砂质黏土层；190~280 cm层段：为青灰色粉砂质黏土层，含植

物碎屑，其中 200~250 cm处夹含细砾石；280~320 cm层段：为青灰色砂质粉砂层，富含大

量植物残体，包括植物叶片、果实、种子及木炭等。本研究以 2.5 cm 等间距进行连续采样，

共采集沉积物样品 129个，用于粒度、磁化率以及色度测试分析，所有分析工作均在中国科

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完成。在综合考虑岩性特征、沉积序列的连续性和有机质含量等因素后，

选取了 5个样品进行测年。

2.2 AMS 14C测年和年代模型的建立

本研究采用 AMS 14C方法对 RS-1岩心进行年代测试，以建立其年代序列。测年材料包

括 2个含碳屑的沉积物样品和 3个植物残体样品。AMS 14C年代测试由美国 Beta 实验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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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测定完成后，使用 IntCal13[36]对各深度样品的年代进行校正，结果以校正年代（cal a B.P.）

表示。采用 rbacon生成贝叶斯的年龄深度模式[37]，从而构建 RS-1 岩心的高精度年代序列。

2.3 粒度测试

本研究的粒度测试采用英国马尔文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Mastersizer 3000激光粒度仪进

行，测试样品的粒径范围为 0.02~2 000 μm，分析误差控制在 2%以内。每个样品均测试 3

次，并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样品测试过程如下：称取自然风干样品 0.3~1.0 g，置于容

量为 150 mL的烧杯中，加入 10 mL 浓度为 30%的 H2O2后，放置在电热板上加热以充分去

除样品中的有机质；再加入 10 mL 浓度为 10%的 HCl，充分去除样品中的碳酸盐钙质胶结

物；经反复清洗至中性后，加入 10 mL的浓度为 0.05 mol/L的六偏磷酸钠（(NaPO3)6），并

将烧杯置于超声波振荡器中震荡 10 min，使沉积物颗粒完全分散后上机测试。

本研究依据 Udden-Wentworth粒级划分标准（结合仪器量程适当调整），将 RS-1岩心

沉积物粒径分成三个粒级等级：黏土组分（<4 μm）、粉砂（4~64 μm）和砂（>64 μm），

其中粉砂组分进一步细分为细粉砂（4~16 μm），中粉砂（16~32 μm），粗粉砂（32~63 μm）。

采用 Folk et al.[38]提出的粒度参数计算方法，计算了 RS-1 岩心沉积物粒度数据的中值粒径

（Md），均值粒径（Mz），分选系数（σ），偏度（Sk）以及峰度（Kg）等参数。

2.4 磁化率测试

磁化率测试采用 Bartington公司生产的MS-2磁化率仪进行，分别对样品进行低频（0.47

kHz）和高频（4.7 kHz）磁化率的测量。每个样品均测试 3次，并求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测试步骤如下：将自然风干的样品称重后装入磁学专用的样品塑料小盒密封、压实，分别称

取装样前后各自的重量；将仪器调至低频测试状态，先对各样品进行背景值的测量，然后对

其进行低频磁化率值的测定；仪器调成高频状态，重复上述操作，测量样品的高频磁化率值。

最后，通过样品的低频磁化率（χlf）和高频磁化率（χhf）计算频率磁化率（χfd%），计算

公式为：χfd% = χlf-χhf /χlf ×100%。

2.5 色度测试

色度实验使用日本柯尼卡美能达公司生产的 CM-700d分光光度计进行测试，每一样品

测试 3次并求其平均值。测试前首先将自然风干的样品剔除植物根系等杂质，使用玛瑙研钵

研磨至 200目的粉末状态。对色度仪进行标准测试板的校正后将粉末样品置于载玻片之上进

行测试。

2.6 粒度端元模型分析

本研究基于 MATLAB 中的 AnalySize-masters 插件[39]，采用 Gen.Weibull函数，在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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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元数为 1~10的范围内对粒度数据进行参数化分解[40]，分解得到的非参数端元对应于特定

的沉积过程。为验证模型的可靠性，分别采用线性相关性（R2，端元与原数据集总体相关程

度，数值越高表示拟合程度越好）、角度偏差（Angular Deviation，曲线形状的拟合偏差程

度，其值越大说明存在的拟合误差越大）和端元相关度（EM Correlations，端元之间的相关

程度，数值越高表示独立性越差）等指标进行评估。一般来说，当 R2>0.95，角度偏差<5时，

端元分离结果才算可靠。在满足各参数标准的基础上，遵循“选取最少端元数”的原则，综

合分析确定最终的端元数量。

3 结果

3.1 14C测年结果

RS-1岩心的测年结果显示部分层位存在年代倒置现象（表 1），可能受到“老碳效应”

的影响。通过综合分析沉积序列的完整性、岩性特征及物源属性，判断 142 cm和 321 cm两

个层位的测年结果不具备可靠性，故在后续分析中予以剔除。基于有效的测年数据，采用 R

语言平台中的 rbacon程序包构建了岩心 RS-1的“年代—深度模型”。模型结果显示，RS-1

岩心沉积于 4 725~2 140 cal a B.P.，属于中—晚全新世时期（图 2）。

表 1 RS-1岩心的 AMS 14C测年结果

Table 1 AMS 14C dating results from core RS-1
样品

编号
深度/cm 测年材料

14C年龄（a
B.P.）

校正年龄（cal a
B.P.；2σ）

中值年龄

（cal a B.P.） δ13C（‰）

RS014 65 有机质沉积物 2 940 3 178~2 995 3 086 -20.42
RS030 142 有机质沉积物 5 360 6 084~6 003 6 040 -23.27
RS040 194 植物残体 3 430 3 726~3 575 3 650 -28.49
HLT 300 植物残体 4 100 4 655~4 519 4 587 -26.60
RS062 321 植物残体 > 43 500 — — -30.38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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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RS-1岩心的“年代—深度模型”

Fig.2 Age-depth model of core RS-1

3.2 粒度组成和参数特征

粒度测试结果显示，RS-1 岩心沉积物的粒度参数呈显著的垂向分异特征，沉积物组分

主要由粉砂和黏土组成（图 3）。粉砂含量范围为 32.12%~74.75%，平均占比为 62.28%。其

中，细粉砂占主导，平均含量为 29.97%，中粉砂和粗粉砂含量相对较低，平均分别为 19.09%

和 13.15%；黏土含量介于 10.31%~38.54%，平均含量为 23.13%；砂的含量最低，范围为

0.26%~57.57%，平均为 14.67%（附表 1）。整体来看，RS-1沉积物的粒度组成呈现“细粉

砂>黏土>中粉砂>砂>粗粉砂”的分布特征。粉砂与砂在垂向变化趋势上相反，而与黏土的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即粉砂与黏土含量随深度变浅而增加，而砂则随深度变浅随之减少（图

3）。从单元变化来看，B3 单元沉积环境变化波动频繁，A和 B2 单元则相对平稳，而 B1

单元中砂和粗粉砂含量突然升高，黏土含量明显下降，反映出水动力条件显著增强，可能与

洪水冲击事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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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RS-1岩心的粒度组成及参数的垂向变化曲线

Fig.3 Vertical variations in grain-size distribution and parameters of core RS-1

RS-1岩心沉积物粒度分析结果显示（附表 1，图 3），Md范围从 2.27~7.23Ф，平均值

为 5.87Ф，标准差为 12.04，表明样品间的 Md存在较大的变异性，尤其在 B1单元其波动显

著，出现最低值。相比之下，Mz的范围为 3.73~7.43Ф，平均值为 6.24Ф，变化幅度较小。σ

的范围为 1.76~2.92，平均值为 2.19，与 Md呈中等正相关（r=0.62）（图 4a），这表明粗颗

粒输入导致分选性变差，且高值可能指示高能事件的发生。Sk的范围从-0.18至 0.80，平均

值为 0.39，标准差为 0.19，整体正偏，表明沉积环境具有一定强度的水动力条件，能够搬运

和沉积较粗的颗粒[41]。Kg的范围为 2.00~3.30，平均值为 2.65，标准差为 0.26（图 3），较

高的 Kg表明粒度分布较集中，可能与单一物源或快速沉积过程有关，而较低的 Kg表明粒

度分布曲线较平坦，可能受到多种物源或缓慢沉积过程的影响[42]。

各粒度参数在垂向上的变化表现为：Md与 Mz呈同步变化趋势，二者与粉砂和黏土含

量的变化趋势一致，而与σ呈反向关系。Sk和 Kg的垂向变化规律性较弱（图 3）。具体来

看，B3–B1单元中砂质含量较高，Md与 Mz的Ф值处于低值波动区间，对应较高的σ和较低

的 Kg。B3–B1 单元的粒度频率分布曲线呈多峰特征，且各峰形态差异显著，尤其是 B1 单

元（图 4b），这一特征反映出该时期水动力较强且波动频繁，物源复杂，沉积环境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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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A单元中的粉砂与黏土含量明显增加，Md和 Mz的Ф值显著增大，σ明显下降，

Kg则在较高值区间内波动，且粒度频率分布曲线主要呈单峰形态（图 4b），峰值集中在中

粉砂粒径范围，整体曲线尖锐且对称，指示该阶段水动力条件减弱并逐渐稳定。总体而言，

RS-1岩心沉积物的粒度特征及其频率分布曲线的垂向演变揭示了沉积动力由强变弱的阶段

性变化，尤其是在 B1单元，粒度参数波动剧烈，暗示该时期沉积环境处于极端不稳定状态，

可能经历了频繁的水动力扰动或突发性事件的影响。

图 4 RS-1岩心各粒度参数与粒度组成和红度 a*的相关性结果和各沉积单元的粒度频率曲线

（a）相关性结果；（b）粒度频率曲线

Fig.4 Correlation results between grain-size parameter, grain-size composition, and redness (a*) of core RS-1

and grain-size frequency curves of each sedimentary unit

(a) correlation results; (b) grain-size frequency curves

3.3 磁化率和色度特征

RS-1岩心沉积物的低频磁化率（χlf）的变化范围为（1.25~58.21）×10-8 m3/kg，平均值

约为 14.04×10-8 m3/kg，高频磁化率（χhf）的范围为（-1~56.72）×10-8 m3/kg，平均值约为

13.46×10-8 m3/kg（附表 1）。总体而言，χlf 略高于χhf，且频率磁化率在垂向上波动较为频

繁，但变化幅度较小，其数值范围为-1.09~5.57，平均值为 0.07。在 B1 单元，频率磁化率呈

现极端高值，表明该时期可能存在异常的磁性矿物输入[43]，而其它地层单元磁化率曲线变

化波动不显著（图 5）。

色度分析结果显示，亮度（L*）值的变化范围为 51.81~71.27，平均值为 65.41；红度（a*）

值介于 0.08~7.36之间，平均值为 3.69；黄度（b*）值的分布范围为 5.86~29.29，平均值为

17.74。三个色度参数在垂向上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图 5）。在 B3–B1 单元，色度参数整

体处于低值区间，B3与 B2单元变化相对稳定，呈略上升趋势，但是到 B1单元逐渐降到剖

面最低值，而向上过渡至 A单元时，三项色度参数同步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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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RS-1岩心的各粒度端元含量、磁化率与色度的垂向变化特征

Fig.5 Vertical variations of grain-size end-member contents,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and color parameters in core

RS-1

3.4 粒度端元特征

为选择最具代表性的端元模型，本研究综合考虑了较大 R2、较小角度偏差和较小端元

相关度[37]，发现当端元数量为 5 时，模型的 R2大于 0.95，角度偏差小于 5，拟合效果最佳

（图 6a，b）。因此，最终确定最优模型包括 5个端元，即 EM1、EM2、EM3、EM4和 EM5，

其频率分布曲线均为单峰特征（图 6c），表明各端元的物质来源较为单一或水动力条件相

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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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RS-1岩心的粒度端元模型分析结果

（a）线性相关性；（b）角度偏差；（c）各端元频率分布曲线

Fig.6 End-member modeling results of grain-size data from core RS-1

(a) linear correlation; (b) angular deviation; (c) frequency distribution curves of each end-member

各端元的粒度特征如下（图 5）：EM1 的众数粒径为 3.99 μm，属于黏土范畴，粒度分

布曲线较宽平，接近正态分布，分选系数为 2.07，表明其分选性较差。EM1 的粉砂含量为

51.54%，黏土含量为 42.72%，砂质含量最低为 5.74%。EM2的众数粒径为 22.44 μm，属于

中粉砂范畴，粒度分布较 EM1窄，分选系数为 1.02，表明其分选性中等偏差。EM2的粉砂

成分占 95.25%，黏土含量为 2.74%，砂质含量为 2.02%。EM3的众数粒径为 89.34 μm，属

于细砂，粒度分布形态适中，分选系数为 0.85，分选性较好。EM3的砂质含量最高，为 62.54%，

粉砂含量为 37.46%，不含黏土成分。EM4 的众数粒径为 282.51 μm，主要由中砂组成，粒

度分布极窄且尖锐，分选系数为 0.51，分选性最好，完全由砂质组分组成。EM5的众数粒

径为 447.74 μm，为剖面中最粗的组分，分选系数为 0.66，几乎完全由砂质成分组成（含量

达 99.79%）（附表 1）。一般来说，粒度越细，峰区越宽，峰值越低，物源越远[44]。根据

粒度特征的分布，推断 EM1和 EM2代表低能、远源沉积，而 EM3至 EM5则代表高能、近

源沉积，可能是短程运输形成的局地堆积产物。垂向序列变化显示，EM1 与 EM2 在整个剖

面上呈镜像对称分布，EM2 与 EM3 自 B1 单元以下呈镜像对称，EM4 和 EM5 在垂向上呈

现相似的波动趋势（图 5）。

4 讨论

4.1 粒度端元的环境指示意义

粒度端元模型所分离的各端元组分及其变化，能够揭示沉积过程中的物源类型及沉积动

力机制，并为环境变化推断提供重要依据[45]。尽管端元模型分析在揭示沉积物粒度组成结

构及搬运动力机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模型参数设定（如端元数）、

数据分辨率以及沉积后混合过程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26]。因此，本研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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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样品测试，遵循“选取最少端元数”原则，分离出 5个具有环境指示意义的粒度端

元组分。同时，结合磁化率、色度（L*、a*、b*）、粒度参数（中值粒径、分选系数等）等

进行交叉验证，以增强对各端元环境意义判断的准确性。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EM1与 EM2、

EM3呈弱负相关，而与 EM4、EM5呈显著负相关（图 7），表明沉积过程至少受到三种不

同的搬运动力机制的影响。

图 7 RS-1岩心的粒度端元与粒度组成和红度 a*的相关性

Fig.7 Correlation between grain-size end-member, grain-size composition, and redness (a*) for core RS-1

EM1是粒级最细的端元组分，与黏土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图 7），众数粒径为 3.99 μm，

频率分布曲线呈较宽的单峰状，分选性差，垂向变化较为稳定，总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

趋势（图 6c），具有典型的远源河流悬浮载荷沉积特征，与尼罗河下游钻孔沉积物粒径相

似[46]，指示其形成于弱水动力条件下相对稳定的沉积环境，如河漫滩或湖泊边缘地带[47]。

此外 EM1 与 Mz以及红度值 a*也呈正相关关系（图 7），色度高表明沉积物颜色较深，碳

酸盐含量较低，赤铁矿和磁铁矿含量高，代表了干旱的氧化环境[48-49]。因此，EM1 是在较

干旱环境的弱水动力条件下沉积形成。

EM2属于中粉砂粒级，与粉砂含量呈显著正相关，而与砂含量呈显著负相关（图 7）。

EM3属于细砂粒级，与砂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与黏土含量呈负相关。二者分选性均为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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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且彼此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图 7）。这种既同时存在但又具有差异性的互补关联，

说明它们是在相同沉积动力背景下共同搬运形成的[50]。尽管 EM3 与 EM2 的频率分布曲线

形态相似，但 EM3 的粒径分布区间更粗、峰值更高，表明其搬运距离相对更短。由于粒径

大于 63 μm的组分难以通过风力作用搬运，主要来源于地表径流侵蚀作用[51]，因此推断 EM2

和 EM3代表了较强水动力条件下沉积的组分，其中 EM3对应更强的搬运动力。

EM4 和 EM5 均属中砂粒级，众数粒径均大于 200 μm，二者峰态极窄、分选性较好，

与砂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其粒度分布与河流沉积物的跃移组分高度一致[52]。已有研究表明，

粒径介于 250~600 μm的中—粗砂端元常见于河流、分选较好的湖泊沉积以及冲积扇沉积，

可视为典型的河流冲积砂[28]。此外，EM4和 EM5含量与粉砂、黏土含量以及红度值 a*呈显

著负相关，说明其主要来源于地表径流搬运[53-54]，反映洪水过程中的粗颗粒跃移沉积，代表

了极端水动力条件，可能指示了区域特大暴雨事件发生频率的增加[55]。

从各端元含量在岩心深度上的变化看出，端元与地层之间也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图 5）。

在 B3–B2 单元中，各组分变化相对平缓，EM1 和 EM3 含量较高，其余组分相对较低。在

B1单元中，EM4 和 EM5 含量最大，EM1 含量呈波动下降趋势，且该层位中可见磨圆较差

的砾石，可能是洪水过程中的粗颗粒跃移组分沉积，代表了极端水动力条件，河流的径流量

较大。EM1 和 EM2 组分含量在 A单元逐渐增加，EM3、EM4、EM5 含量呈逐渐降低的趋

势（图 5）。

4.2 成都平原中—晚全新世气候环境变化

近年来，随着成都平原考古遗址的不断发现及环境考古研究的深入，对于中—晚全新世

成都平原气候演变的认识也逐渐加深。研究表明，该时期气候整体呈温暖湿润到偏凉干的趋

势转变，伴随明显的干湿交替变化（图 8）。但不同代用指标在相同时段所反映的气候干湿

变化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在 4.6 ka B.P.之后。这种差异可能与各类代用指标的记录分辨率、

测年误差有关，也可能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导致[6]。本研究基于仁寿 RS-1 岩心的年代框架，

综合粒度、磁化率、色度等多项沉积指标，并结合粒度端元模型分析结果，将该时期的沉积

环境演变过程划分以下四个阶段（图 9）。

预
    

  出
    

  版



沉 积 学 报

图 8 不同代用指标重建的成都平原中—晚全新世气候演化特征

1. 金沙遗址 IT6814剖面的磁化率结果[56]；2. 金沙遗址 IT6814剖面的孢粉结果[11]；3. 三星堆遗址、宝墩遗址及马街村遗址中的

孢粉、地化、磁化率及重矿物组合结果[8]；4. 宝墩遗址 T3321 壕沟剖面的孢粉及地球化学分析结果[9]；5. 金沙遗址 IT80074 剖

面的孢粉结果[3]；6. 宝墩遗址 T3321 壕沟和马街村遗址 CPMT1 壕沟剖面中炭屑结果[4]；7. 宝墩遗址 T3321 剖面中的孢粉结果[7]；

8. RS-1岩心记录（本研究）

Fig.8 Climatic evolution of the Middle-to-Late Holocene in the Chengdu Plain reconstructed from multiple

proxy indicators

1.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results from section IT6814 at the Jinsha site[56]; 2. pollen results from section IT6814 at the Jinsha site[11]; 3.

pollen, geochemical,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and heavy mineral assemblage results from the Sanxingdui, Baodun, and Majie Village

sites[8]; 4. pollen and geochemical results from section T3321 at the Baodun site[9]; 5. pollen results from section IT80074 at the Jinsha

site[3]; 6. charcoal results from the Baodun and Majie Village sites[4]; 7. pollen results from section T3321 at the Baodun site[7]; 8. RS-1

core (this study)

图 9 RS-1岩心的粒度端元结果与其他记录对比

（a）金沙遗址 IT8007 剖面中的炭屑浓度、孢粉浓度和 AP/NAP 值[3]；（b）金沙遗址的δ13C 记录[57]；（c）马街村遗址的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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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1值[8]；（d）三星堆遗址 K2钻孔的 CIA 值[8]；（e）RS-1岩心的 EM4+EM5；（f）RS-1岩心的 EM1；（g）落水洞石笋的

δ18O值[58]；（h）羊口洞石笋的δ18O值[59]；（i）和尚洞石笋的δ18O值[48]；（j）若尔盖泥炭中的腐殖化度[60]；（k）红原 HY2014

剖面孢粉 PCA1 值[61]；（l）四川越西泥炭δ13C记录[62]。蓝色阴影部分为湿润期，黑色虚线方框代表 RS-1记录的“4.2 ka事件”

Fig.9 Comparison between grain-size end-members results for core RS-1 and other records.

(a) charcoal concentration, pollen concentration, and AP/NAP from section IT8007 at the Jinsha site[3] (AP= arboreal pollen grains;

NAP=non-arboreal pollen grains); (b) δ13C record from the Jinsha site[57]; (c) pollen PCA1 score from the Majie Village site[8]; (d)

Chemical Index of Alteration (CIA) values from drill core K2 at the Sanxingdui site[8]; (e) EM4+EM5 end-members of core RS-1; (f)

EM1 end-member of core RS-1; (g) δ18O record from Luoshui cave stalagmites[58]; (h) δ18O record from Yangkou cave stalagmites[59]; (i)

δ18O record from Heshang cave stalagmites[58]; (j) degree of humification in the Zoige peatland[60]; (k) pollen PCA1 score from section

HY2014 at Hongyuan[61]; (l) δ13C record from the Yuexi peatland, Sichuan[62]. The blue shaded area indicates the onset of humid

conditions, and the black dashed box represents the “4.2 ka event” recorded in RS-1

阶段 1：在 4.7~4.4 cal ka B.P.期间（B3单元，320~285 cm），气候总体上呈湿润状态，

但干湿波动频繁。此阶段，表征强水动力的 EM3端元维持高值水平，为强水动力条件下的

洪泛沉积。而代表极端洪水事件的 EM4 和 EM5端元则出现明显波动，同时砂质组分占比较

高，多个粒度参数波动幅度较大，表征环境变化的不稳定性。尽管红度值 a*整体处于低值区

间，但其波动幅度显著增强，反映沉积过程的不稳定性。同期的多个区域性代用指标亦支持

该阶段气候的波动变化（图 9），如红原泥炭孢粉 PCA1值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61]，宝墩遗

址的火灾活动频繁、乔木与灌木的花粉浓度显著降低[4]，长江中游和尚洞及西南地区羊口洞

石笋δ18O同步出现负偏、局地降水显著增强[58-59]。此外，青藏高原东缘的若尔盖泥炭中的腐

殖化度升高[60]，表明有机质分解加剧，亦与高降水量环境一致。

阶段 2：在 4.4~4.2 cal ka B.P.期间（B2单元，285~250 cm），成都平原进入一个气候微

弱冷干化阶段，代表弱水动力条件的 EM1端元含量开始上升，而代表强水动力条件的 EM3

端元虽仍维持次高位，但呈明显下降趋势，代表高能洪水事件的 EM4 和 EM5 端元含量波动

幅度明显减弱。同期，砂质含量同步下降，Mz的Ф值开始增大，多个粒度参数的波动幅度

减弱（图 3），红度 a*则显著升高（图 5）。此时，宝墩遗址和马街村遗址的孢粉 PCA1值

和 AP/NAP值也呈下降趋势[8-9]，红原泥炭的孢粉 PCA1 值呈波动性递减趋势[61]，越西泥炭

的δ13C值则持续保持正偏[62]，均反映该时期正值东亚夏季风整体减弱阶段（图 9）。

阶段 3：在 4.2~3.7 cal ka B.P.期间（B1单元，250~190 cm），气候表现出极端的不稳定

性。该阶段代表弱水动力的 EM1含量降至剖面最低值，而代表高能洪水事件的 EM4和 EM5

端元含量则上升至剖面最高值，所有粒度参数均出现剧烈波动。此时，红度 a*下降至剖面

最低水平，频率磁化率波动加剧且出现了异常高值（图 5）。上述变化均指示该时期成都平

原强降雨事件频繁发生，洪泛活动显著增强，可能与全球性的“4.2 ka”气候事件相关。

阶段 4：自约 3.7 cal ka B.P.以来（A单元，190~0 cm），气候由湿润向干旱转型。E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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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元含量持续上升，EM3 含量则逐渐下降，而代表高能洪水事件的 EM4 和 EM5 端元含量

始终维持在低值且稳定的状态，红度 a*整体表现为高位波动（图 5），表明该阶段沉积动力

持续减弱，沉积物粒度趋于细化，区域气候可能正在由湿润向干旱方向演变。这一变化趋势

与越西泥炭的有机碳积累速率显著降低[51]、落水洞与和尚洞石笋的δ18O值持续正偏[58,63]，以

及若尔盖泥炭的腐殖化度同步呈下降趋势[60]相一致（图 9）。

研究表明，“4.2 ka事件”期间亚洲季风区的水文气候演变呈现“干—湿—干”的三阶

段变化特征[63]。由于东亚夏季风（EASM）减弱以及厄尔尼诺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导致

明显的跨区域协同洪水频发现象[65-66]。成都平原 RS-1 岩心沉积记录显示，在 4.4~4.2 cal ka

B.P.期间，区域气候呈现轻微的冷干化趋势，在 4.2~3.7 cal ka B.P.期间，区域水动力增强、

洪水事件频发，表现为湿润但不稳定的气候状态，而在 3.7 cal ka B.P.之后，区域气候则逐

步向干旱化演变。这一演化过程与亚洲季风区“4.2 ka 事件”所表现出的典型气候模式基本

一致[64]。其中，始于约 4.4 cal ka B.P.的冷干化趋势，与亚洲季风区多个高分辨率石笋记录

[17-18,58-59,67-68]以及在季风区北部多个湖泊沉积物[66,69] 中反映的“4.2 ka 事件”初始干旱阶段

（4.5~4.3 cal ka B.P.）在时间尺度上也高度吻合。此外，成都平原在“4.2 ka 事件”期间经

历的洪水频发期，也与长江中下游与黄河流域发生的广泛洪水事件的时段相一致

[17-18,65-66,70-71]。因此，本研究认为“4.2 ka 事件”对成都平原的气候与水文影响大约始于 4.4 cal

ka B.P.，并持续至约 3.7 cal ka B.P.。成都平原对该事件的响应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与亚洲季

风区的整体演化趋势保持一致。

在东亚季风区，“4.2 ka 事件”期间的湿度变化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异特征[71-72]。尽管该

事件在成都平原亦表现出“干—湿—干”的双峰态特征，且事件初始干旱阶段的起始时间与

亚洲季风区众多记录基本一致，但其湿度变化幅度明显弱于长江中下游及黄河流域。这种差

异可能源于成都平原西侧龙门山地形对季风的强迫抬升作用，使得衰减后的夏季风仍能在该

地区形成地形雨。成都平原是现代“华西雨屏带”的核心区域，年降水量高达 1 200~2 000 mm，

是我国降水最丰沛、日照时数最少的地区之一，被视为东亚季风区的“高降水中心”[73]。

因此，地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4.2 ka 事件”初期在成都平原的干旱程度，却可能加

剧了其后期洪水事件的强度。

考古证据也表明，在约 4.2~3.7 cal ka B.P.期间，该地区经历了洪水频发的极端水文阶段

[6,74-75]，被认为是宝墩文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1]。然而，与同期多地新石器文化的中

断不同，宝墩文化并未终止，其延续性可能归因于古蜀先民长期应对洪水所积累的丰富治水

经验及适应策略[57,76]。在文化发展的早期，宝墩聚落已构建夯土城墙抵御洪水侵袭，至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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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桥村遗址中出现卵石护坡、竹笼络石等技术革新，进一步发展出集防洪、蓄水与护岸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水利工程体系[1,75-76]。因此，宝墩文化在“4.2 ka 事件”期间展现出显著的

文化韧性与环境适应能力，从而实现了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5 结论

RS-1岩心沉积物粒度可分解出 5个端元，EM1代表在弱水动力条件下由河流远源悬浮

物沉积形成的稳定沉积组分；EM2和 EM3反映了较强水动力条件下的搬运与沉积过程，而

EM3对应更强的水动力作用；EM4 与 EM5则反映洪水过程中粗颗粒物质的跃移沉积，代表

极端水动力条件下的沉积事件。

成都平原中—晚全新世的环境演化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1）4.7~4.4 cal ka B.P.期间，

降水量显著增加，气候整体湿润，但伴随明显的干、湿波动；（2）4.4~4.2 cal ka B.P.期间，

气候趋于微弱冷干化；（3）4.2~3.7 cal ka B.P.期间，气候极端不稳定，洪水事件频繁发生，

可能受到“4.2 ka事件”影响，其气候水文特征与亚洲夏季风区气候变化及区域考古证据一

致；（4）3.7 cal ka B.P.之后，沉积动力持续减弱，气候干旱化趋势增强，该转型过程在时

间与空间上与宝墩文化的衰退表现出显著耦合关系。“4.2 ka事件”对成都平原的区域气候

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气候水文特征与长江、黄河流域在同期记录基本一致，体现出显著

的区域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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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to-Late Holocene Climate Changes in the Chengdu

Plain based on Fluvial–Lacustrine Sedimentary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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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Chengdu Plain is one of the major birthplac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Reconstructing

the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of this region during the Mid-to-Late Holocene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 of prehistoric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ies. The

phased characteristics of Mid-to-Late Holocene climate evolution in the Chengdu Plain and its potential response

to the “4.2 ka” climatic event remains controversial. [Methods]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AMS 14C dating of core RS-1. Grain size end-member modeling, combined with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and colorimetric parameters, was employed to reconstruct th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of the Chengdu Plain during the Mid-to-Late Holocene. [Results] Five end-member component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grain-size data, each reflecting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under different hydrodynamic conditions.

EM1 represents stable sedimentation formed by distal fluvial suspended load under weak hydrodynamic conditions.

EM2 and EM3 correspond to components deposited under stronger hydrodynamic forces, with EM3 reflecting

higher transport energy. EM4 and EM5 indicate coarse-grained traction deposits associated with flood events.

[Conclusion] The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of the Chengdu Plain during the Mid-to-Late Holocen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1) 4.7–4.4 cal ka B.P., characterized by a humid climate with pronounced wet-dry fluctuations;

(2) 4.4–4.2 cal ka B.P., marked by a transition to slightly cooler and drier conditions, although remaining humid,

overall; (3) 4.2–3.7 cal ka B.P., a period of pronounced climatic instability with frequent flood events; and (4)

post-3.7 cal ka B.P., during which the climate gradually became more arid. This “dry–humid–dry” climatic pattern

indicates a significant regional response to the “4.2 ka event,” with hydroclimatic changes in the area beginning at

approximately 4.4 cal ka B.P. and persisting until approximately 3.7 cal ka B.P..

Keywords: grain-size end-member modeling; 4.2 ka event; floo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Chengdu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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